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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曾提到：「風險與決定有關，每一個決定都存在著風險。」在風險社會的概念逐漸被建構的同時，由於不確定環境下所造成如自然或人為的災難，讓危機管理議題也成為當代公共事務決策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其次，隨著媒體高度發達以及民主政治的漸趨成熟，文官隨時要面臨日常業務以外的各種挑戰。另一方面，高階文官在組織中之重要性已不言可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到底需要的是服從命令、聽命行事，還是主動、積極且具有開創性的高階文官？在充滿高度不確定性、時間壓力，以及威脅性的危機決策過程中，高階文官如何充分發揮其豐富的經驗與專業知識，則成為本研究主要的研究旨趣。

為了要有效瞭解高階文官在危機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探究高階文官如何更加積極主動的參與危機決策過程，本研究從個體面切入並加以分析。透過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等方式，則提供了本研究經驗資料分析的基礎。在深度訪談的部分，本研究共針對其中的九個機關進行訪談，訪談的對象為九位簡任以上高階文官，其中包含一位十一職等，六位十二職等，一位十三職等，以及一位十四職等之高階文官。另外，本研究在2010年十月至十一月期間，透過考試院以及行政院各部會的人事單位之協助，以普查的方式，針對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與考試院及所屬各部會簡任以上文官共計2,046人進行普查，總計共有1,104份有效問卷供本研究進行分析。
在民主發展的當代社會中，吾人皆同意在當代的文官體系中已不可再存有「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態，而在文官體系中，人民對高階文官的期許，尤其是與日俱增。然而「趨吉避凶」、「規避風險」之行為也屬人之常情。本研究根據研究分析與結果，除了有助於進一步瞭解影響高階文官積極參與危機決策過程之因素外，也期望能夠在制度改革上提供相關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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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決策過程高階文官角色之研究

一、前  言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研究報告指出，在歐洲、亞洲、美洲甚至是紐澳等等先進國家中，關於高階文官制度性的改革已受到高度矚目(Public Governance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Directorate/Public Management Committee, 2003)。就我國而言，參酌世界潮流、輿情民意及國家發展需要等因素，考試院於民國98年6月第11屆第39次會議時通過「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方案中明確的建議「健全培訓體制，強化高階文官」，並提出多項具體方案。此外，行政院98年7月21 日函頒關於高階主管職務管理核心能力規劃訓練課程；而民國99年3月26日，考試院成立了「國家文官學院」，高階文官的訓練也列為重要訓練主題。綜合言之，不論是文獻上的討論或實務上的經驗，文官制度的改革在當代各國政府的行政革新中，已成為核心議題；而如何讓高素質的文官積極任事、提昇效率並創造更好的績效，則是執政者施政的重要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從公共行政理論與實務來看，過去公共組織的發展與規劃是基於穩定、可預期性、紀律、適應與共識等各項價值，並以此建構有效且常態的管理方式，這也就是傳統施政規劃的本質。隨著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Beck, 1992)的來臨，組織環境中的混沌(chaos)、動盪(turbulence)、甚至是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等概念，正逐漸對政府運作與行政管理產生根本的衝擊。由於政治本身是複雜、混亂、不可預測的；而為達成各種不同的目標，一個政治行動者始終不斷地在進行「選擇」（賴沅暉，2007）。因此，身為主要政治行動者之一的高階文官，勢必然也需要在許多的政策過程中，提出各種可能方案最佳選擇之建議，或者甚至直接進行決定。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即包含：於危機決策過程中，高階文官的角色為合？再者，又有哪些因素將會影響到高階文官在危機決策中的角色扮演？
    在民主發展的當代社會中，吾人皆同意在當代的文官體系中已不可再存有「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態，而在文官體系中，人民對高階文官的期許，尤其是與日俱增。為有效回應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首先視高階文官身為組織變革者(change agent)之角色，並試圖界定危機情境與危機決策過程之意涵。其次，本文從個體面切入，探討可能影響高階文官在危機情境中角色扮演之因素。透過對於我國行政院與考試院九位簡任以上文官的訪談，以及1,104位簡任以上高階文官回覆問卷之分析，本研究獲得了初步之成果。最後，為落實我國高階文官制度性之改革，本研究也具體提出了幾點相關的政策建議。
二、文獻檢閱
  (一)、高階文官策略性的角色
    Floyd and Woodridge(1992) 採用了管理者的類型學，其包含檢視了高階管理者如何主動參與政策制定以及影響政策表現，這在以下圖中顯示: 

表1 高階管理者的策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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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修改自Floyd and Woodridge (1992)

（1） 綜合資訊：大多數公共機構受到訊息過載因此產生出無形的溝通屏障 (Tullock, 1965)。從高層行政單位、立法者、媒體和社群而來的需求具壓倒性且通常是相互矛盾的。公共組織需要人員來剔除無用的資訊，並且將有用的資訊整合。有經驗的高階文官在確保內部和外部的利益相關者都能被聆聽，確保必要協調的進行中扮演核心角色。

（2） 執行政策。有經驗的高階文官需要清楚知道其組織的最終目標，以此他們才能夠監控組織目標和作法之間是否存在差距。這個角色在政策涉及一些價值觀的衝突以及模糊的目標時特別重要。此外，這個角色也反映了由上而下政策實施的傳統觀念 (Mazmanian and Sabatier, 1989; Pressman and Wildavsky, 1984)。管理者要對其屬下和目標群體的服從完全負責。綜觀內部運作結構，中階管理者應該確保其屬下不卸責因此交易成本能夠在委託代理關係中降低。

（3） 促成適應性的角色：它是帶來並強行推動擴張意見以解決問題活動的自然現象。意見中創造性的衝突常常要求一個或多個人來確認這個熾熱的討論不會難以控制。有經驗的高階文官需要找到中階主管，並允許對話與溝通。一個成功的「協調人』能有效的得到政策回饋，亦能適當地尋找與界定出政策的問題。這個角色在目標模稜兩可的增長時成為關鍵。在一些極端的案件中，有經驗的高階文官常常被要求作為下屬的導師，尤其是當組織正在經歷變更之時。舉例來說，一個契約外包或是民營化的政策常常取決於組織再造或是重新定位，而組織改變的過程中可能產生動亂，因此特別需要高階文官扮演穩定之力量(Reilly, Brett, & Stroh, 1993)。簡而言之，擔任導師的高階文官人可以用成功的實行來幫助他們的下屬，並且確定改變的課程能被好好的學習。

（4） 政策倡議：在政策過程中，高階文官往往不只依據其本身所具有的豐富經驗與專業知識來提供新的意見或方案，同時也會提供有價值的數據和資訊來支持這些變革。在政策倡議的角色上，高階文官常常在他們計畫領域中提供知識上的細節，而且可能提供對機會之認識。換言之，在政策倡議的策略性角色上，高階文官事實上是組織變革的推動者。
 為因應迅速變遷的環境，變革（Change）早已是當代公、私部門組織最重要的管理議題。Luecke（2005, p.19，楊幼蘭譯）指出「如果組織中有許多平庸的經理人，別指望你的變革計畫有太大的進展。丙等員工在激勵部屬從事困難的任務時往往效率不彰，若你有能力以富效率受員工尊崇的人取代丙等員工，方可向蓄勢變革更往前邁進一步。」換言之，尋求改變是在現在這個時代的重要議題，而這些挑戰對於公共組織來說也愈顯關鍵。一般而言，民選首長(elected officials)或政務官(political appointees)常被視為是在民主過程中最主要的變革者。然而，起碼有兩個理由顯示此為不切實際的期待。第一，我們如何期待在龐大的公共組織中，僅由少數的民選首長或政務官即可倡議所有的政策？第二，由於民選首長或政務官任期上限制，同樣地使得他們在短期回應的計畫和長期發展政策之中，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因此，對於高階主管來說，扮演一個起初倡議的角色是必然的。前文提及在OECD的會員國中，一些機構的改革同樣的展現了這樣的傾向。事實上，在商業上的高階主管在管理改變中承擔了更多更多的責任(Luecke著，楊幼蘭譯，2005)。然而，幾乎沒有公共管理的文獻提及高階主管做些甚麼樣的改變，還有為什麼，及他們如何做改變。
 Caldwell (2003, p.139)指出所謂的變革者是「一個內在或外在的個人或團體，為倡議、贊助、導正、管理或是實行顯然的改變倡議、規劃、或是徹底改變計畫。」Buchanan and Boddy (1992, p.192)主張有效的變革者應該要在改變的三個邏輯上，闡明他們「情境上的控制權」：解決問題、所有權和正當性。換句話說，當高階主管倡議一個改變時，「他們在組織中非常高位，為一個遠期可達或轉型的本質設想將來、倡議或者贊助策略性的改變」(Caldwell, 2003, p.140)。高階文官在倡議變革方案時可歸納為行政事務(administration) 、公共政策(policy)與組織策略(organizational strategy)等不同決策類型。進一步而言，行政決策的變革多存在於機關或組織內部流程；其次，公共政策的變革上，除了內部顧客外，更重要的事更會涉及民眾、民意代表等外部利害關係人；最後，組織策略的變革包含了組織願景、目標的設定，從策略管理鼓勵參與的角度而言，高階文官在對策略變革上的貢獻亦是被高度期待的。
  （二）、危機決策情境

繼2002年出版了全球暢銷的《執行力》(Execution)後，Bossidy與Charan不久後再出版了《應變》(Confronting Reality)一書。在受訪時，兩位作者提到了「要是三年前我們能預見，應變的課題實在不容忽視，就會先寫本書，再寫《執行力》」(Bossidy and Charan著，齊思賢、楊幼蘭譯，2008)。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曾提到：「風險與決定有關，每一個決定都存在著風險。」（孫治本譯，1999），其後「風險社會」的概念逐漸被建構，在不確定環境下所造成如自然或人為的災難，讓危機管理議題也成為當代公共事務決策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詹中原，2004）。
關於危機，Hermann (1972)認為：「危機是一種在決策單位中，威脅高優先性目標的情況。在決定形成之前，限制了可回應的時間，也以它的發生，給予決策單位成員衝擊。Fearn-Banks (1996)界定所謂的危機係指：「對組織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的重大事件，此事件也可能對組織的產品、所服務的公眾或聲譽產生影響，因其衝擊到組織的正常運作，甚至對組織生存產生威脅。」不同於一般的決策過程有較充分的時間與資訊進行方案的分析與選擇，危機情境下的決策通常包含下列幾個特性(Lerbingrt, 1997)：
（1） 突發性：儘管危機有潛伏期的發展階段，然而通常危機爆發時常使人措手不及，甚至容易失去反應能力，此時資訊的不足也時常讓決策者難以進行方案的選擇。

（2） 決策時間短：對於決策者而言，危機情境下最大的考驗即是需在極端緊張的情勢下做出決策，而這種決策過程卻是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判斷，否則錯過決策時間將可能造成危機的轉型或甚至是擴大。
（3） 威脅性：危機的爆發常會對組織的生存與發展產生立即而明顯的威脅，若無法立即排除，即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損失。另一方面，環境的不確定性也往往擴大威脅感。
    危機責任是危機回應策略與危機情境之間的連結，這種責任代表利益關係人對於涉及危機的組織其責難的程度，如果組織的危機責任越強烈，代表對於組織名聲的威脅就越大，此時組織就應該站在利益關係人的角度來進行危機管理；反之，如果組織的危機責任越輕微，代表對於組織名聲的威脅就越低，此時組織就應該站在捍衛組織的角度來進行危機管理，向外界澄清組織並不需要為危機負責。因此，分析危機情境的框架應該要把危機責任當成基礎要素(Coombs, 1998)。政府危機回應處裡至少應包含幾個面向的考慮：首先，管理系統被迫面對這樣的威脅，要由哪一個部門或機構回應或參與，需要被定義；其次，最終決定和控制危機回應的管理層級是很重要的(Rosenthal and Kouzmin, 1997)。換言之，組織內的成員對於危機決策的回應與參與對於危機中的組織顯得是非常重要的。
進一步來看，論者指出適當的危機反應決策需要的專業技能包含：信心、經驗、遠見和廣泛的思考。在面對特殊的危機壓力時，決策者必須立即辨別和評估各個情況，有時僅僅幾分鐘之內就需提出和執行最道德、公平、誠實和適當的反應。有些人似乎有一種天生的能力能在危機中作出有效的決定，不過，至少有十個決策特質是成功的領導人在危機情況中展現的(Naglewski, 2006)。
 Benoit (1995)提出五個主要用來因應危機的溝通策略，包含：(1)　否認(denial)；(2).逃避責任(evasion of responsibility)；(3). 減少攻擊性事件(reducing the offensiveness of the event)；(4). 糾正措施(corrective action)；(5). 悔改策略(mortification)。

綜合言之，組織改變是一個從存在狀態到希望之後能永續發展的程序，目的是為了增加它的效率。對於組織成員來說，組織改變可能創造負面的影響，像是曖昧的角色責任、失業、社會地位降低，還有家庭、工作之間的衝突。面對環境的變遷，為了生存和擴張，組織需要迅速的適應力；另一方面，組織成員亦必須發展適當的壓力管理策略(Yu, 2009)。
  （三）影響高階文官參與危機決策過程的因素：個體面之分析
    公共服務往往是作為政府服務的同義詞，包括所有那些誰在公共部門工作。但是，公共服務意味著比一個人的軌跡就業。例如，Elmer Staats曾寫道：「公共服務是一個概念，一種態度，一種意義上的責任，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公共道德。」 Staats的觀察反映的廣度和深度的含義已與相關理念的公共服務。一般而言，「某人去做某事」的意願通常可以解釋為「動機」，而公共服務動機可能被理解為個人的傾向，以回應在公共機構和組織主要或唯一的動機。所謂「動機」，係指個人感覺要強烈消除的心理缺陷或需要(Perry and Wise, 1990)。

當外在有動機的個人(e.g., Maslow, 1954; Herzberg, 1966)對外部的獎賞或懲罰，如工作保險、罰計畫、薪資和紅利等，常常顯露較大的需求，那麼內在有動力的個人則傾向證實對責任、成長和利他行為有比較大的需求。Perry and Wise(1990)指出，對於公務員從事公共服務動機的了解以及對於激勵公共服務的動機的方法在1990年代才剛起步，這個領域欠缺對於人們所經驗的不同動機的明確定義，以及欠缺連結這些動機和激勵策略與動機結構的理論脈絡。Perry(1996)認為，一個公共經理人的公共服務動機可以顯露於他／她的(1)對於政策制訂的吸引力；(2)對公共利益的承諾；(3)信仰或社會的正義；(4)公民責任的概念；(5)同情心；(6)個人奉獻。
 1980年代之後，核心能力逐漸在組織領導、人力資源管理理論及情緒管理等相關文獻中出現。在公共政策中，文官的核心能力也成為工作訓練及提升國內與國際競爭力相關的策略的主要特色(Lodge and Hood, 2005)。同一時間在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的影響下，文官在核心能力的要求上已呈現一些轉變，包含如(Virtanen, 2000)：

（一）政治的核心能力: 倫理的承諾提供「正常」政治承諾一些界線，然而公共管理者有時是不理性的，且在他們倫理性抗拒的事情上有時是政治的行動。自我利益的原則顯示政治作為個人所分享的公共資源的最大化。政治互信是導因對於政治權力的承諾，而此政治承諾是在聯盟(coalition)之間取得平衡。

（二）專業的核心能力 :在公部門中對於分權(decentralization)和分散(dis-aggregation)的重視，連同量化的績效管控已經將政策諮詢和傳統行政取向轉向為某些特定領域的管理活動。所有類型的資源管理都有重大的成長，而隨著NPM的經濟理性主義受到重視，實踐預算和財務管理的目標被視為最重要的能力。

（三）完成任務的核心能力: 任務承諾是指如何進行公共管理的日常動機。整體趨勢是從對於管控流程的官僚組織規則的承諾到對於使問責制透明化的衡量規則。當NPM假設人們是受金錢驅動而非被價值驅動，獎勵便是基於績效而定。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為瞭解危機決策過程中高階文官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從前文的探討中將高階文官界定於組織變革者。此外，為探討危機情境與高階文官扮演變革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從組織行為中個體面的角度切入，希望探討包含領導、工作滿足感、信任，以及核心能力等各項因素之影響。下圖呈現了本研究的主要架構：



圖一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謂的高階文官界定為「簡任十職等以上常任文官，包含主管與非主管職」，審酌相關的限制，本研究母體所指涉的範圍將以中央政府中，考試院與行政院各部會所屬十職等以上的文官為主，且並未包含法官檢察官、警察、關務人員、交通事業人員、教育人員及醫事人員等。本研究兼採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以滾雪球法(snowballing)。立意抽樣的部分為本文作者過去所建立之社群網絡，從行政院及其各部會中挑選瞭解本研究問題之六位簡任以上之高階文官進行深度訪談。針對考試院各部會之高階文官，則透過考試院之推薦，採取滾雪球的方式進行訪談。訪談的過程分兩階段進行以蒐集質性資料，第一階段（下表受訪者之A至G）在問卷設計之前進行，所得出的初步分析結果亦納入問卷題目的問題。其次，在問卷調查初步結果出來後，亦再針對未能釐清的相關議題或未來相關建議進行第二階段深度訪談。
整體而言，在考試院以及行政院所屬的部會中，本研究共針對其中的九個機關進行訪談，其中考試院所屬各部會共進行三次深度訪談，而行政院所屬各部會共計六次訪談。訪談的對象皆為簡任以上高階文官，其中十一職等的有一位，十二職等的有六位，十三職等的有一位，十四職等的有一位。九位中共有兩位為非主管，另外七位為主管性質。受訪者多屬考試院或行政院的業務部會，另外也有直屬院級的幕僚單位，顯見訪談樣本的相當充分且多元，具有涵蓋性。
表2 本研究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

	編碼
	訪談日期
	單 位
	職稱
	受  訪  者

	A
	2010/10/13
	行政院○○會
	簡任視察
	○○○ 先生

	B
	2010/10/27
	行政院○○部
	處長
	○○○ 先生

	C
	2010/11/01
	行政院○○會
	處長
	○○○ 先生

	D
	2010/11/03
	行政院○○會
	處長
	○○○ 先生

	E
	2010/11/04
	考試院○○部
	司長
	○○○ 先生

	F
	2010/11/05
	行政院○○會
	主任委員
	○○○ 先生

	G
	2010/11/08
	考試院○○會
	處長
	○○○ 女士

	H
	2010/11/15
	考試院○○部
	參事
	○○○ 先生

	I
	2010/11/19
	行政院○○部
	局長
	○○○ 女士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在量化的資料部份，本研究於十月十一日舉行問卷設計學者專家座談會，邀請四位學者專家協助檢閱問卷內容，以求達到問卷的專家表面效度。藉由專家學者所給予之意見，本研究第一次局部修正問卷題目。十月中旬，本研究透過考試院以及研究團隊本身的網絡，針對30位簡任以上常任文官進行前測 (pre-test)。此部分的前測包含兩個作用，首先，透過統計方法上的鑑別度分析(discrimination analysis)，本研究剔除掉部分題目；其次，藉由在前測時高階文官對問卷語句的判讀，也再次的修正了問卷中語意不清之題目。根據考試院銓敘部至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八日的統計資料顯示，母體人數共計2,046人，而本研究於民國九十九年十月下旬開始，透過考試院以及行政院各部會的人事單位之協助，以普查的方式進行調查。藉由考試院的高階同仁協助聯繫行政院各部會所屬人事單位的主管，請各部會所屬簡任以上文官填寫本問卷，後續並由考試院同仁及本研究團隊交互的與各部會進行聯繫以及問題回覆，至本期末報告開始進行分析及撰寫時，共成功的回收了1, 104份問卷，回收率達54.06%。
表3 調查母體與回覆樣本之特性
	項  目
	樣本特性
	母體總數

(N=2,046)
	百分比（%）
	回覆樣本

(n=1,104)
	百分比(%)

	職務屬性
	主管
	722
	35.3%
	488
	44.2%

	
	非主管
	1324
	64.7%
	599
	54.3%

	現職官等
	簡任10等
	408
	19.9%
	466
	42.2%

	
	簡任11等
	1008
	49.3%
	622
	56.3%

	
	簡任12等
	493
	24.1%
	246
	22.3%

	
	簡任13等
	74
	3.6%
	550
	49.8%

	
	簡任14等
	63
	3.1%
	240
	21.7%

	性別
	女性
	601
	29.4%
	28
	2.5%

	
	男性
	1445
	70.6%
	26
	2.4%

	教育程度
	專科
	52
	2.6%
	299
	27.1%

	
	大學
	614
	30.0%
	797
	71.9%

	
	碩士
	1213
	59.2%
	20
	1.8%

	
	博士
	155
	7.6%
	289
	26.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從上表可發現，在普查前的所有樣本呈現之特徵與回覆樣本的特徵並無明顯之差距，差距較大的為職務屬性的部分，然也未超過10%，推測原因或許為部分受訪者在自我界定是否為主管職上有所落差，例如單位副主管是否為主管職等問題可能產生影響。
四、分析與討論
  （一）變革者：高階文官政策倡議活動概述
    目前我國高階文官參與政策倡議活動的情形上，如同下表所示：

表4 高階文官一般政策倡議活動之次數分配表

	
	次數分配 /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有點不同意
	4.普通
	5.有點同意
	6.同意
	7. 非常同意
	
	
	

	我經常需要去發展新的政策/計畫。
	13/

1.2%
	84/

7.6%
	64/

5.8%
	258/

23.4%
	236/

21.4%
	364/

33.0%
	76/

6.9%
	4.84
	1.392
	1.936

	我經常鼓勵其他人發展新的政策/計畫。
	6/

0.5%
	38/

3.4%
	46/

4.2%
	198/

17.9%
	261/

23.6%
	447/

40.5%
	100/

9.1%
	5.20
	1.218
	1.482

	整體而言，我非常喜歡發展新的政策/計畫。
	4/

0.4%
	20/

1.8%
	44/

4%
	200/

18.1%
	275/

24.9%
	439/

39.8%
	113/

10.2%
	5.27
	1.143
	1.306

	我總是在政策問題浮現之初就進行方案的倡議。
	7/

0.6%
	38/

3.4%
	45/

4.1%
	231/

20.9%
	297/

26.9%
	394/

35.7%
	81/

7.3%
	5.09
	1.201
	1.442

	我經常讓政策利害相關人參與我們新計畫規劃。
	12/

1.1%
	39/

3.5%
	44/

4%
	213/

19.3%
	247/

22.4%
	447/

40.5%
	91/

8.2%
	5.15
	1.255
	1.574

	我特別偏好對我服務部門改變最小的政策/計畫。
	13/

1.2%
	174/

15.8%
	225/

20.4%
	313/

28.4%
	206/

18.7%
	143/

13.0%
	18/

1.6%
	3.94
	1.345
	1.809

	整體而言，我倡議新政策/計畫時總是可以獲得其他同事的支持。
	6/

0.5%
	49/

4.4%
	80/

7.2%
	305/

27.6%
	343/

31.1%
	282/

25.5%
	28/

2.5%
	4.73
	1.162
	1.351

	我在倡議各項新政策/計畫後經常為機關帶來很大的影響。
	11/

1%
	36/

3.3%
	75/

6.8%
	364/

33%
	333/

30.2%
	251/

22.7.%
	23/

2.1%
	4.66
	1.125
	1.266

	針對不同利害相關人需求，我經常提出新方案。
	13/

1.2%
	36/

3.3%
	84/

7.6%
	342/

31%
	335/

30.3%
	261/

23.6%
	24/

2.2%
	4.67
	1.150
	1.324

	整體而言，我在政策倡議這部分表現非常好。
	11/

1%
	39/

3.5%
	62/

5.6%
	403/

36.5%
	295/

26.7%
	260/

23.6%
	25/

2.3%
	4.65
	1.134
	1.287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上表呈現了在問卷的回覆者中，高階文官多數同意在其工作內容中經常需要去發展新計畫或政策，甚至也需要鼓勵他人發展新的計畫與政策。超過半數的人喜歡從事這樣的工作，並且在問題浮現之初即開始著手倡議新計畫或政策的過程。在進行政策倡議時，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對組織僅帶來普通程度的改變。雖有過半數的人認為其在政策倡議時表現的非常好，然而也有一半的人認為其表現僅在普通以下。在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也表示：

「在我們這種位階的文官，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交辦下來的時候，你必須要當一個發動跟規劃的角色。事情交代下來，上面大概有一個概要，然後你要怎麼樣把這樣的一個概要發展成一個具體的政策內容，又要把這個傳達給底下的承辦人。」(受訪者A)

「在整個政府體制裏面，非常重要的一個穩定的力量，就是文官。他肩負幾樣的責任:第一個，他是一個經驗的傳承；第二個，他是一個專業的累積；第三，他在整個政策裡面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幕僚的角色。」（受訪者 C）

「文官制度本身基本上它不是一個首長決定說我的構想要怎麼做它就可以馬上去實現的一樣東西，它必須是一種變成制度面的這一個規畫。高階文官在這一塊裡面，就院部會這個領域裡面來講，我覺得它應該扮演的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受訪者E）
    上述的分析凸顯了當前高階文官在決策過程中的重要角色，不論是在理論層面或其實務面向上，高階文官對於政務官或民選首長在決策上的輔助功能已是不容忽視。
  （二）危機情境與高階文官變革者角色之分析

    在決策過程中，往往也出現危機的決策情境，例如資訊不足、承擔責任的壓力龐大、有限的決策時間，亦或是不確定性或恐懼感等。下表呈現了高階文官對於決策過程中，各項危機情境的看法：

	
	次數分配 /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變異數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有點不同意
	4.普通
	5.有點同意
	6.同意
	7. 非常同意
	
	
	

	在決策過程中，我所獲得的資訊總是不足夠。
	15/

1.4%
	118/

10.7%
	224/

20.3%
	373/

33.8%
	246/

22.3%
	98/

8.9%
	20/

1.8%
	4.00
	1.228
	1.509

	我對於承擔責任總是感到很大的壓力。
	21/

1.9%
	157/

14.2%
	195/

17.7%
	382/

34.6%
	204/

18.5%
	119/

10.8%
	17/

1.5%
	3.93
	1.297
	1.681

	在決策過程中，我總是覺得時間非常急迫。
	7/

0.6%
	46/

4.2%
	97/

8.8%
	312/

28.3%
	377/

34.1%
	217/

19.7%
	38/

3.4%
	4.65
	1.157
	1.339

	我覺得在參與決策後總是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感。
	11/

1%
	95/

8.6%
	203/

18.4%
	385/

34.9%
	251/

22.7%
	123/

11.1%
	22/

2%
	4.13
	1.214
	1.475

	我覺得工作環境中經常充滿恐懼。
	86/

7.8%
	322/

29.2%
	277/

25.1%
	280/

25.4%
	74/

6.7%
	40/

3.6%
	16/

1.6%
	3.11
	1.299
	1.687


表5 危機決策情境之次數分配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從上表可知高階文官對於危機決策情境的看法呈現了較常態性的分配，而對照上表所問到的「我覺得擔任公務員是種非常有保障的工作」此一問題有超過六成的回覆者表示同意，高階文官對於工作環境中經常充滿恐懼之問題多數也呈現不同意之態度。

    就決策中風險的問題來說，受訪者無奈的談到這是目前大環境中結構性的問題：

不過以目前這種機制，你要公務員敢主動往前衝的，很難，沒有任何激勵機制，而且出事的機率更高，以現在當高階公務人員，他不太作為，你應該諒解的，因為他多做一個事情，他就多一個風險；你少做一件事情你不會怎麼樣，你只要乖乖的不要犯什麼大錯，不會有什麼問題，可是你多做一件事，你就多一個風險，你要知道做一個案子，要挑你的問題絕對挑的到，沒有一個案子做起來是沒有瑕疵的，即使你不是故意的，但挑你毛病實在是太容易了。（受訪者B）

我就發現那麼短的時間裡面要去作判斷，而且你的判斷必須是正確的，你如果萬一判斷錯誤，那將來你就麻煩了。（受訪者H）

    另一方面，「誘因結構上」的限制也往往造成高階文官無法更加積極主動，如同受訪者指出：

我們國家的俸給結構的制度是從政務官一直到事務官，從最高階到最低階都是相互牽扯在一起，基本上你去看我們政務官的薪水本身就不高，你高階文官能夠比他高嗎？當然國外有，很多常任的高階文官他的薪水是比政務官還高的，但是我們國內的民意也好，或是社會大眾可以接受這樣的一個理念嗎？你這個立法到立法院去，立法委員可以接受嗎？（受訪者E）

    至於如何克服危機決策情境下，關於壓力、資訊不足等問題，受訪者認為個人動機(motivation)、平時與長官的互動、溝通所累積的信任基礎，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這個工作交給你了，這個長官交給你了，然後你該承擔的還是要承擔。我在我自己的經驗裏頭，我不會逃避，就怕是我承擔不了的才會麻煩長官來出面。我當然還是會向我的長官報告這個[危機]狀況。長官也會在第一時間，告訴你說[是否]授權你去處理。我覺得第一個溝通啦，一定要能夠把你的想法很清楚的表達，然後態度很和緩。第二個專業的部分，那你沒有做專業的，沒有專業的支撐，我覺得，那個政策做起來會失去那個骨幹。（受訪者I）

（三）、影響高階文官參與危機決策過程之因素探討
    本研究的問卷中，基於文獻的探討設計了關於個體面可能影響高階文官參與危機決策過程之因素，透過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本研究萃取出領導、工作滿足感、信任、風險規避，以及核心能力等重要因素。經由統計軟體SPSS 17.0的逐步迴歸分析，得到下表之結果：
表6 影響高階文官危機決策角色扮演之迴歸分析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 R 平方
	估計的標準誤
	變更統計量

	
	
	
	
	
	R 平方改變量
	F 改變
	df1
	df2
	顯著性F 改變

	3
	.585
	.343
	.341
	6.06054
	.004
	6.215
	1
	1032
	.013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的 95.0% 信賴區間
	共線性統計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下界
	上界
	允差
	VIF

	3
	(常數)
	5.054
	1.842
	
	2.743
	.006
	1.439
	8.668
	
	

	
	核心能力
	.328
	.018
	.513
	17.998
	.000
	.292
	.363
	.785
	1.274

	
	信任
	.236
	.045
	.152
	5.241
	.000
	.148
	.325
	.757
	1.321

	
	危機決策情境
	.102
	.041
	.066
	2.493
	.013
	.022
	.182
	.919
	1.088


依變項：【高階文官】變革者參與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從上表的分析可發現，在危機決策情境中，影響高階文官擔任變革者的角色亦包含其核心能力以及對長官的信任程度等因素。受訪者也提到：
我覺得首長的態度很重要，而且首長是不是會授權很重要。假設這個首長他對於你這位主管是比較授權的、比較信任的，可能在推動業務上，專業的表達上比較有機會充分發揮。（受訪者G）

我講很實在的是說，這跟首長的整個領導風格有很大的關係。就是說在文官體系裡面，因為它比較層級節制，所以首長所採取的領導風格會影響到整個文官體制中的意見表達。你可以去觀察，一個機關如果有很好的績效、戰鬥力，其實他的首長有很多都必須要回歸藉助文官體制來幫忙，這個互信只要建立了，在決策的形成裡面自然就會回歸這個體制。（受訪者C）

至於在體系中信任、互信如何養成，受訪者進一步指出：

每個人的狀況都不太一樣。有的時候可能是你過去工作的績效，他覺得你做的不錯，所以會信任你；有時候是你可能過去跟他有什麼特殊的關係，所以他會信任你。可是我也覺得有些同儕他們能力也是不錯，可是有的首長還是不見得有感覺，就是看有沒有那麼對味吧。例如你這個首長他是喜歡那個動作很快的，那你這個人本來就是很深思熟慮型的，那其實你的步伐一慢他就會覺得你這個人就不行。因此變成說高階文官你自己要去調整，你要練就說遇到這樣的你可以、遇到那樣子的你也可以。（受訪者G）

最後，受訪者的回覆顯示出了高階文官各種核心能力對於政策倡議的重要性，例如：

「體制外我們說的就是民意代表那一塊，我們就透過座談會讓我們的民間團體、NGO團體、讓我們的學界的老師，可以發揮在體制外的系統的運作，然後讓立委了解，所以我們會採取體制內、體制外的一起運作。」（受訪者I）

「當然協調溝通也是很重要，因為有一些重要決策它會涉及到需要跟外面機關或者是外面的部門做一個協調，那當然這個又牽扯到說先向上面來溝通還是從下面來溝通。」（受訪者A）

「溝通。我真的覺得是溝通，而且是不斷的溝通，因為我認為，有些首長對於細節的部分不見得能瞭解的那麼透徹，而且甚至於很多專有的名詞、概念上是混淆的。像你在部門當中，你有一個好的想法，你去跟他完整的去說明，讓他覺得那個東西可能是一個很根本、需要推動的東西，當他接受你的觀念之後，其實他會幫你去說服更高層的那個部分。」（受訪者G）

「那最主要的就是說你要有你的一套政策論述，那當然相對的你必須他願意聽你講完你的政策論述。就這方面而言，對於一些問題的界定是最重要的，那當然相關法規的熟悉那也是很重要，然後再來就是國外的一些經驗可以作為這種參考跟借鏡，那我會認為最主要還是對於現況問題的界定。」（受訪者D）

    綜合言之，高階文官在危機決策情境中若要發展新的計畫或方案，一個完整的政策論述能力是必備的。而在進行政策論述與溝通之前，如何避免「以正確的方法解決錯誤的問題」，以及界定新問題的能力，亦是相當重要的部分。
五、結  論
    當前的社會環境較過去變動的更為劇烈，新的世界局勢帶給我們更多的發展，但也面臨了非常多的新挑戰。換言之，風險社會的來臨讓組織內外充滿了不確定性；而國內媒體的生態，更加讓政府機關相關單位時常要明快回應媒體需求的情境。因此，危機決策情境以是政府部門不可避免的治理環境。本研究認為在公部門中具有豐富經驗及專業知識的高階文官，應當在危機決策情境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從本研究的分析中可發現，在高階文官個體面的因素來看，信任與核心能力係影響其在危機情境中參與決策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建議強化與深化對於高階文官相關之訓練。加強的部分至少包含：「提升國際經驗」、「與公民之溝通協調」、「創新與宏觀思考」、「策略規劃與管理」等部分。如同受訪者所指出的，目前關於高階文官的訓練至少有兩個瓶頸待突破，首先為訓、用如何結合的問題，其次則是誰參加訓練。前項問題涉及到訓練內容的方式，過去傳統演講的上課方式，當前已有多項課程加入了個案研討之設計。未來包含如情境模擬、角色扮演等多元訓練方式亦可參考。就誰來參加訓練而言，受訪者曾表示在部分機關單位中，由於高階主管人員平時繁重的業務往往造成其不願或無法參與訓練，在制度上如何挑選合宜、合格的對象來接受訓練，配合訓練義務的賦與或誘因的提供，也將是整體強化高階文官訓練重要之一環。
    其次，長期而言，培養文官體系中的信任感將讓組織面臨危機情境時更能凝聚再一起，共同因應危機。儘管文化的塑造或養成往往需長期與持續的投入，然而卻也是各機關最值得重視的議題。一方面信任、尊重的組織文化可避免政務官或民選首長頻繁更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面對時代不斷的發展與複雜動盪的環境，高階文官也唯有不斷的創新，方能讓組織在動盪中繼續前進。
最後，本研究仍然具有一些限制，例如在高階文官核心能力的衡量上，並沒有辦法做到交互主觀式的(inter-subjective)多元衡量，而問卷亦是採取自覺式問題(self-perceived questions)，缺乏其他客觀數據之分析。而本文分析架構僅關注在個體面，關於制度面上的討論，也是未來可再加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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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部份資料來自於考試院所委託之計畫「高階文官在決策過程扮演的角色之研究」，特此感謝；然本文目前僅為初稿性質。


� 這十種危機決策特質分別是：(1).自我中立。(2).氣定神閒。 (3).決策高度。(4).成果導向。(5).現實主義。 (6).前瞻思維。 (7).行動導向。(8).不採取行動的意願。(9).權變的假定。(10).願意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Naglewski,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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